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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需要“补什么课”？ 
 

——重温费孝通对社会学重建的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   杨清媚  
 

  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契机，得益于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中所提出的社会科学

需要补课的问题。原文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多方面的复杂繁重的任务，思想理论工作

者的任务当然不能限于讨论它的一些基本原则……列宁号召多谈些经济，少谈些政治。我想，对

于这两方面理论工作的比例来说，这句话今天仍然适用。不过我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

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

课”。邓小平的讲话站在一个全局和实用的角度，向知识分子提出了为新形势下的国家建设和社

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的期待。 
  这个讲话重新燃起了知识界的热情。受命重建社会学学科的费孝通，一开始便结合自己长期

的实地研究经验来理解这一讲话的内涵和方向。“补课”一词成为费孝通此后学术思想中始终坚

持的核心问题；也由此被他带进了重建后的社会学的学科气质之中。 
  “本土视角”要将地方经济体放入世界经济格局中考量 
  费孝通在《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一文中谈到，帮助党和国家解决一些急迫的社会问题，为

社会主义建设减少一些前进中的障碍，使社会的各方面都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发展，是这个

时候急切需要开展社会学研究的任务。应该说，学科重建的前十年，费孝通对社会学的学科定位

和推动始终离不开邓小平讲话的这个起点——以“经济”为主要的对话对象。 
  在学科重建初期，随着机构、课程和人员等具体事务一一开展，费孝通思考更多的是如何回

到社会生活的实际，对地方社会的发展程度和发展特点进行摸底。其中，他对江苏和浙江的经济

社会结构类型的比较研究最感兴趣，先后提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一系列命题。值

得注意的是，国际学界也对开放中的中国投以关注的目光，一俟田野条件允许便纷纷来华，以至

于从 1990 年代开始出现中国东南研究的高潮。 
  与当时国际学界主流的而且也是习惯性的国家与地方的二分法框架不同，费孝通的“本土视

角”始终将地方经济体放在一个世界经济格局中考量。各地的历史条件不一样，地方经济体的性

质也不同。例如苏南模式（可以上溯到费孝通的江村研究）与明代以来江南地区的市镇发达有关，

其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是嵌合在一起的。江村的例子说明，1930 年代地方经济危机产生的一个重

要原因是，新兴的日本向美国大量输出蚕丝，这种国际市场的竞争使得当时江苏的生丝出口从占

世界市场的大宗大幅度跌落，导致大量手工业破产。而由于经济与社会的嵌合关系，经济对社会

的反哺断裂，因而直接冲击了地方社会结构。比如民间自发组织的借贷的互助会是以亲戚关系为

核心，在丝业不景气的情况下资金链断裂就必然导致亲属关系的冲突和摩擦。到了苏南模式，乡

镇工业的发展依旧依托的是这种亲属关系网络；而它在 1990 年代之后应对所谓“亚洲四小龙”

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其实构成了它最大的风险来源。而珠江模式则不同，它一开始就是国际代

工工厂的终端，企业最大的利润并不直接反哺当地社会，再加上大量外来务工人员逐渐形成新的

社区，与当地社会产生各种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通过比较不同类型的地方经济社会结构，费孝通看到，国家对不同类型地方经济的扶持和发

展，构成了地方治理非常重要的层面，甚至有的就是问题所在。他早在 1940 年代就讨论过，乡

土工业的发展需要一个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承担风险的国家作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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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乡土工业的基础上，费孝通提出了发展小城镇的设想。这一设想与 1980 年代我国采取限

制大城市、适当发展中等城市和大力发展小城镇的方针相呼应。这一类小城镇其实是农村工业化

的结果，目的是积蓄同时亦是节制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的大量人口，使之不致于对城市构成直

接而巨大的压力，从而有利于更平均地实现社会福祉。要实现小城镇建设的理想状态，关键在于

留住人，减少农民的流动性。而事实上改革开放在沿海地区产生了飓风般的吸引力令人始料未及，

在使得沿海地区的小城镇快速发展的同时，客观上也使周边地区的小城镇建设进展缓慢，在西部

地区更是如此。费孝通在这个背景下提出小城镇问题，是希望后进地区（这些地区往往是人力资

源和自然资源的输出地）能够分享现代化的经济成果，缩小先富和后富的差距。 
  探索并反思知识分子的角色与责任 
  适值中国经济刚刚起飞的时候，国内问题没有理由不占据第一位。直到学科重建二十年后，

费孝通对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问题才有了进一步的思考。这其中既有邓小平讲话里谈到的世

界政治研究的关怀，同时也是在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逐渐增强的背景下，以社会科学的眼光来思考

国家和意识形态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费孝通意识到社会学“补课”还有一个重要的部

分，就是要思考中国知识分子如何能够为中国成为真正的强国出力；作为知识和文化的承担者，

应该推动中国思想积极实现其世界意义，这不仅有助于中国树立更好的国际形象，同时也将是中

国对世界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因此，在 1990 年代后期一直到他去世的十年时间里，费孝通把重点放在学科基础理论的“补

课”上，撰写重读派克、史禄国、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的长篇读书报告，提出社会学应该拓展界限，

将对现实问题的关怀拓展到与历史和文化接轨的领域，进入到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研究。在他看来，

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制度不适、群体摩擦和社会关系的紧张对立等，其实归根到底都

是“人”的问题，根源在于观念和价值上的冲突。 
  可以说，费孝通在社会学重建的前十几年，灌注了他大半生的经验，围绕认识和改造乡土中

国展开，社会学补的是经验的课；而在之后的十年，他认为在社会建设之上还有一个道德和观念

层面的课要补——这一层的发现有赖于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负担的知识及其来源进行探索与反思。 


